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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要素空间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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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素无法自由流动”是资源错配产生的根本原因。 大量文献讨论了各种人为因素如何限制要素流动造成资

源错配,但忽略了自然因素。 过去 20 年里,我国对交通领域的大量投资显著降低了运输成本,削弱了自然地理的阻碍

效应,为考察运输成本变化如何影响要素空间错配提供了契机。 本文研究发现,运输成本下降能够有效缓解要素空间

错配,且公路运输的影响大于铁路运输。 这种改善效应对市场规模较大、嵌入城市群网络中的东、中部城市尤为突出。

机制分析表明,运输成本下降通过促进城市间的贸易、人员和信息交流,进而缓解要素空间错配。 本文提出了一种估

计要素空间错配的新方法,比较了不同运输方式的异质性影响,为理解资源错配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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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ransportation costs affect China’s spatial misallocation of factors:
An analysis based on city-pai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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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ability of factors to flow freely”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spatial misallocation. Many literature has

discussed how various artificial distortion restrict factor mobility and caus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while neglecting

geographic barrier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s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weakened the barrier effect of geography,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how changes in transportation costs affect the spatial misalloc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ransportation cost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patial misallocation, and the impact of road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railway.

The reduction in transportation cost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ctor misalloca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ities

that have larger market scales and are embedded in urban agglomeration network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lower

transportation costs alleviate the spatial misallocation by promoting inter-city trade, personnel exchange,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to estimate the spatial misallocation, compar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formation of factor mis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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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

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

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

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目前,我国

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从原来的 97%以上由政府定

价,转变为由市场定价。 要素市场建设和改革也

取得重要进展,资本、土地、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明显增强。
但是与商品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存
在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

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1]。
这限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成
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个

突出短板。
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是经济效率提升和区域

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要素错配,即资源没有被

配置到其最具生产效率的地方,会降低全要素生

产率(TFP)并阻碍经济增长[2 - 3]。 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派强调“要素无法自由流动”是资源错配产生

的根源。 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大量文献讨论了各

种人为因素对要素流动施加的限制和扭曲。 如

Hsieh 等[3] 认为中国和印度制造业的资源错配主

要源于政府政策与制度扭曲。 韩立彬等[4] 发现

2003 年后中国偏向中西部城市的土地供给政策导

致了住房市场的供需错配。 Restuccia 等[5]系统总

结了要素错配的 4 类成因,包括监管制度、产权制

度、贸易与竞争因素、金融与信息摩擦,但忽略了

自然地理因素对要素流动的阻碍作用。
人为因素并非要素流动的唯一障碍,物理空

间上的地理阻隔作为一种基础性约束,同样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现实中,地理距离、山川河流、气
候条件等自然因素会对要素流动产生天然的阻

碍,并通过运输成本渠道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Krugman[6]通过运输成本来捕捉地理因素对企业

选址、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刻画了地理因素和

规模报酬如何塑造国家内部的经济格局。 Eaton
等[7]进一步将地理因素引入李嘉图贸易模型,发

现地理壁垒,一方面通过改变制造业的区位选择,
间接驱动劳动力在国家内部门间的流动;另一方

面通过提高运输成本、延迟交付等,直接降低中间

投入品的跨境流动规模。 Donaldson 等[8]的研究发

现,19 世纪美国铁路的扩张通过削弱了地理因素

的阻碍、提升农业县的市场准入,极大地促进了农

业产值的增长。 然而,自然地理因素在资源错配

研究领域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与讨论。
自然地理障碍对要素流动的影响主要通过运

输成本这一核心渠道实现。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本

质上是通过技术手段克服物理空间阻隔,从而直

接降低跨区域流动的运输成本。 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间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降低了地区

间的运输成本,削弱了地理距离的束缚[9 - 12]。 截

至 2024 年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 16. 2 万 km,高
铁运营里程 4. 8 万 km,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三

分之二以上;全国公路总里程 549 万 km,高速公路

以 19. 07 万 km 的通车里程稳居世界之首。 这为

我们系统性地检验自然地理障碍的缓解(运输成

本下降)如何影响要素空间错配,提供了一个合适

的观测契机。 由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在中

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是否

显著缓解了要素空间错配? 其背后的微观机制是

什么? 这种缓解效应又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

性与运输方式差异?
本文按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削弱地理阻

隔→降低运输成本→影响要素空间错配”的框架

展开分析。 在此框架下,运输成本的下降可以被

视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克服自然地理障碍的直接

体现和量化指标。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该链条的

后端环节,系统地检验运输成本下降是否以及如

何缓解了要素空间错配。 本文首先基于 Olley
等[13]提出的企业生产率与要素份额协方差法,拓
展出一种可以测度要素空间错配的方法,估计出

城市对层面的要素空间错配。 然后参考文献中的

常见做法[10,14],使用城市间的通行时间长短来反

映运输成本变化。 研究发现:①运输成本与城市

间要素空间错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近 20 年来,
我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大幅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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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城市间的运输成本,显著地改善了因自然因

素造成的要素空间错配;②整体而言,公路运输成

本下降对城市间要素空间错配的改善作用要大于

铁路,这反映了其更高的灵活性和覆盖范围优势;
③运输成本降低对市场规模较大、嵌入城市群网

络中的东部和中部城市的要素错配影响更大;
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通过促

进城市间贸易往来、人员交流和信息交换,减弱城

市间要素错配。
本文对交通与资源错配领域的边际贡献可能

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视角创新。 既有关于资源错配的文

献多聚焦于户籍制度、区域政策等人为因素对要

素空间配置的影响[2 - 5,15],却忽视了地理阻隔这一

基础性约束———地理距离作为要素流动的天然屏

障,通过运输成本深刻影响着要素的跨地区流动。
中国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缓解了自然地

理因素对要素流动的阻碍、降低了运输成本,为系

统审视运输成本与要素错配的关系提供了现实基

础。 本文从自然地理障碍视角切入,利用运输成

本变化捕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自然地理阻隔的

削弱作用,探究运输成本与要素空间错配的关系。
(2)要素空间错配测度方法创新。 当前关于

资源错配的研究多采用 Hsieh 等[3] 的方法进行计

算[16 - 17],但该方法隐含着“要素仅在同一行业内

不同企业间重新配置”的假设,忽略了跨行业要素

流动的可能性,也无法捕捉空间维度的错配问题。
为此,本文基于 Olley 等[13] 和 Duranton 等[18] 提出

的企业生产率与资源份额协方差构想,推导出反

映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偏离反事实最优状态程度的

空间错配指标。 这一方法突破了行业边界限制,
将要素错配的分析拓展至地理空间维度,为评估

城市间要素配置失衡提供了更合理的测度方法。
(3)城市间交通时间度量创新。 传统研究通

常依据道路等级设定平均车速,以“距离 /速度”估
算城市间旅行时间[10,14],但这种方法既未考虑不

同时期道路质量的动态变化(如高速公路早期的

设计时速与当今的设计时速存在较大差异),也忽

视了地形地貌对通行效率的空间异质性影响,更

无法比较不同运输方式的成本差异。 本文使用 Ma
等[19 - 20]基于像素点通行质量方法估计出的公路、
铁路货运、铁路客运的地级市间通行时间矩阵。
该方法通过量化分析交通网络在时空维度的异质

性,精准刻画了不同运输方式的成本特征,为识别

运输成本对要素错配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更精细

化的数据基础。
一、模型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对”层面的固定效应模

型,考察运输成本对城市间要素空间错配的影响,
如模型(1)所示。 这种设定能够控制两两城市间

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此外,已有研究多以单个

城市或区域整体为分析单元[21 - 23],而忽视了要素

错配实质上是城市间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果。 本文

使用城市对模型直接刻画城市间要素流动的双向

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区域加总模型可能

掩盖城市间的具体互动。
Misij,t = α0 + β·TC ij,t + γ·X′

ij + φit + δ jt +
θij + ε (1)

其中, Misij,t 是 t 年份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的要

素空间错配指数,表示两个城市当前的要素配置

水平偏离最优配置的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 T C ij,t

表示 t 年份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的运输成本,参考

文献中的常见做法[10,14],我们使用城市间的旅行

时间来反映运输成本,通常而言,在同一种交通方

式下,两个城市间的旅行时间越长,运输成本也越

高。 X 表示城市对层面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
济发展水平的比值(Develop)采用两地区人均 GDP
相除表示;第一产业份额的比值(First);第二产业

份额的 比 值 ( Second ); 对 外 开 放 水 平 的 比 值

(Export)采用两地区进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相除

来表示;财政压力的比值(Finance)采用两地方一般

预算内支出占 GDP 比重相除来表示。 φit 是城市 i 与
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δjt 是城市 j 与年份的交互固

定效应, θij 是城市对固定效应, ε 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对之间的要素空间错配

本文基于 Olley 等[13]、Duranton 等[18] 和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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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23]的要素配置效率计算方法,拓展出一种测

度要素空间错配的计算方法,进而将整体的要素

空间错配分解为城市间错配和城市内错配,并将

其中的城市间错配用作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具体而言,假设企业以 Cobb-Douglas 生产技术开展

经营活动,企业 i 的生产函数为 Yi = eφ i Kα
i Lβ

i Dγ
i 。

其中, Yi 是企业的产出; φi 是企业 i 对数形式的全

要素生产率; K 是资本; L 是劳动;D 是土地。 新古

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

增长的重要源泉[24 - 25],而资源错配领域的研究发

现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重

新配置,也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

增长[2 - 3,25 - 27]。 为此,本文考虑生产率增长有两

个主要微观来源: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提升。
具体到地区层面的生产率增长上,本文使用份额

加权的生产率来反映这两种因素对地区总体生产

率增长的影响[13,27]。 其计算公式为:

φg=∑ ng

i = 1
sigφig (2)

式(2)中, φg 是地区 g 的总体生产率; ng 是地

区 g 企业的数量; φig 是企业 i 的生产率,反映了静

态的技术水平; sig 是企业 i所拥有的要素在整个地

区中的占比,反映了静态的要素资源配置状态。
Olley 等[13]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份额加权生产率

同时捕捉了两方面因素对总体生产率的影响。 接

着,我们在式(2)中加入企业生产率的变动 Δφig 和

企业份额的变动 Δsig, 将地区总体生产率 φg 的增

长写成包含变动的形式。

φg=∑
ng

i = 1
( s- ig + Δsig)(φ

-
ig + Δφig)

= φ- ig + ngCov( sig,φig) (3)
从式(3)可以看出,总体生产率不仅会受到地

区内企业平均生产率的影响①,还会受到企业要素

份额与生产率协方差的影响,该协方差捕捉了生

产要素与生产率的匹配程度。 据此,我们可以将

地区要素配置效率定义为 Eg= ngCov( sig,φig)。 同

时,为了消除 sig 和 φig 量纲和变化幅度方面的差

异,我们将 Cov( sig,φig) 除以 sig、 φig 的标准差 σs ig,
σφ ig

, 得到:

Eg =
ngCov( sig,φig)

σs ig σφ ig

(4)

式(4)用该地区企业要素份额与生产率的匹

配程度描述资源配置效率,有着较为直观的经济

学含义,即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应该是为生产率较

高的企业配置更多的资源,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

大化利用[2 - 3,26] 。 具体到式(4)中,如果高生产

率企业所获得的要素份额越大,则配置效率越

高, Eg 指数越大。 接下来,我们需要寻找地区 g
生产率和要素份额匹配的最优边界 Covmax( s ig,
φig) 和最差边界 Covmin( s ig,φig), 然后计算出当

前地区 g 的要素配置效率水平到最优边界的距

离,再除以最优边界和最差边界的总距离,得到

地区 g 的要素空间错配指数。 具体而言,由于

- 1 < Cov( sig,φig) / (σs igσφ ig
) < 1, 则 - ng ≤Eg ≤

ng, 其中, ng 表示地区 g 要素配置效率的最优边

界②,此时所有企业的要素份额和生产率的相关系

数都达到 1;而 - ng 表示地区 g 要素配置效率的最

差边界,此时所有企业的要素份额和生产率的相

关系数都达到 - 1,即完全错配。 按照上述思路,
要素空间错配指数 Mg 可以写为:

Mg =
σs igσφ ig

- Cov( sig,φig)
2σs igσφ ig

(5)

从式(5)中可以观察到要素错配 Mg 主要由企

业要素份额与其生产率的协方差驱动,如果地区 g
生产率高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要素,则 Mg 越小,
即要素空间错配越小。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地区 g
是一个可变的地理空间范围,可以是国家、城市

群,也可以是省份或者城市。 但设定不同的地理

空间范围具有不同的隐含假设。 例如,设定 g 是国

家地理空间尺度,其隐含的假设是允许要素资源

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重新配置;设定 g 是省份地理空

间尺度,隐含的假设是允许要素资源在整个省份

范围内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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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企业平均生产率反映了当下的技术水平。
　 ng 表示 g 地区企业的数量,但此处由于 1 × ng = ng, 因此地区 g 要素配置效率的最优边界在数值上等于 ng。



在本文研究中,我们将地区 g 设定为任意“城
市对”构成的一个虚拟空间组合体。 首先将式(5)
改写为:

Mg = 1
2 - 1

2ngσs igσφ ig

(∑
ng

i = 1
sigφig - 1

ng
∑

ng

i = 1
φig)

(6)
因为企业 i 在地区要素总量中的份额,具有的

等式关系为:

sig =
fi
fc

×
fc
fg

= sic × scg (7)

式(7)中, fc 表示城市 c的要素总量; fg 表示地

区 g 的要素总量; sic 表示企业 i 在城市 c 要素总量

中的份额;而 scg 表示城市 c 的要素总量在地区 g
要素总量的份额。 利用式 (7) 和式 (6) 可以推

导出:

Mg =
∑

c
( scgMp) npσs icσφ ic

ngσs igσφ ig

+

1
2 -

∑
c

( scg -
nc

ng
)(φ- ic - φ- ig) + scgncσs icσφ ic

[ ]
2 ngσs igσφ ig

{ }
(8)

为了简洁,令
∑ c

( scgMc) ncσs icσφ ic

ngσs igσφ ig

= Mintra
c ,

1
2 -

∑ c ( scg -
nc

ng
)(φ- ic - φ- ig) + scgncσs icσφ ic

[ ]
2 ngσs igσφ ig

=

Minter
c 。 则有 Mg = Mintra

c + Minter
c 。 从式(8)中可以看

出地区的要素空间错配可以分解为两个简单项的

总和。 第一项 Mintra
c 的核心部分是城市内空间错配

按照其在地区要素总量中的份额的加权之和,捕
捉了全部城市内部的错配。 第二项 Minter

c 是城市间

空间错配,它实际上是式(5)中使用的协方差系数

的相似形式。 Mg = Mintra
c + Minter

c 表明地区整体的空

间错配是城市内和城市间错配之和。 其中, Minter
c

是本文在研究中所使用到的“城市对”之间的要素

空间错配。
2.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对之间的运输成本

本文使用“城市对”之间的交通时间来反映城

市对之间的运输成本。 现有研究通常简单地根据

道路的等级设定不同的平均车速,然后用总距离

除以平均车速,获得城市间的旅行时间,但是这种

方法忽视了道路质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异质

性,且无法比较不同交通方式的影响差异[10,14]。
为此,我们使用 Ma 等[19 - 20] 基于像素点通行质量

方法估计的地级市之间的公路、铁路货运、铁路客

运通行时间矩阵。 该方法充分考虑道路质量在时

间和空间维度的异质性,且能够比较不同交通方

式的影响差异。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综合利用了多种数据,包括全国税收调

查数据、城市统计年鉴、人口普查数据、投入产出

表、专利数据。 这些数据均为各分支领域研究中

常用的数据,具有较高的质量和代表性。 其中,我
们对用于计算要素空间错配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

进行了细致的清洗。 概述如下:全国税收调查由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组织,由各级税务机

关具体实施的一项年度性调查工作,由被调查企

业自行填报调查数据,具有企业规模多样、行业分

布广泛、变量指标丰富、数据质量高四大优势。 但

在数据清洗过程中还需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

企业的唯一识别码问题。 该数据库中的企业唯一

识别码分为三类:9 位的组织机构代码、15 位的纳

税人识别号、18 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但部分

企业的唯一识别码填写有误,出现 6 位、11 位、12
位、13 位、14 位、16 位、17 位、19 位等情况,需要仔

细辨别校对。 二是部分企业关键变量缺失。 例

如,在生产率估计中,一些企业的增加值、中间投

入变量缺失。 此外,2007—2010 年的数据中缺少

企业的土地面积。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做

了行业代码统一、行政区划代码统一、异常值剔除

等常规处理。 此外,本文还重点补全了增加值、中
间投入和土地面积 3 个变量。 其中,增加值使用收

入法进行补全。 中间投入使用“总产出减去增加

值”进行补全。 关于土地面积的补全,2011—2016
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报告了企业的“土地面积

合计”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 在 2007—2010
年的调查中仅报告了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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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但两个阶段的土地出让参照的是同一版城

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土地使用税的每平方米

年税额没有发生变更。 因此,可以根据 2011—
2016 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企业的“土地面积

合计”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计算出每个企业

具体的单位土地面积税率,然后再用 2007—2010
年数据中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除以每个

企业具体的单位土地面积税率, 得到企业在

2007—2010 年间的土地面积数据。 实证研究中使

用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展示在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含义 Obs. Mean S. D. Min Max
Mis 错配指数 416 140 0. 040 1 0. 016 6 0. 013 1 0. 118 4
Road 公路运输时长 416 140 15. 163 4 7. 439 1 0. 645 6 53. 533 2

Railpass 铁路客运时长 416 140 11. 327 8 6. 210 9 0. 290 5 55. 146 5
Railgood 铁路货运时长 416 140 13. 548 0 6. 113 7 0. 324 5 54. 451 5
Develop 城市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比值 416 140 1. 064 5 0. 117 1 0. 686 2 1. 457 3
First 城市对第一产业份额的比值 416 140 1. 514 4 1. 960 3 0. 107 0 9. 342 7
Second 城市对第二产业份额的比值 416 140 1. 079 5 0. 322 2 0. 541 4 1. 846 9
Finance 城市对财政压力的比值 416 140 1. 020 0 0. 603 4 0. 260 8 3. 835 2
Export 城市对对外开放水平的比值 416 140 6. 588 3 14. 315 7 0. 013 7 72. 925 0
Cite 信息流 320 604 1. 054 2 1. 124 3 0. 000 0 8. 543 1

Migrate 人员流 41 408 3. 151 2 6. 002 1 0. 061 2 38. 461 3
lnTrade 贸易流 119 400 11. 421 3 2. 742 1 0. 000 0 22. 154 6

二、基准结果

表 2 报告了要素空间错配对运输成本的回归

结果。 其中,因变量是城市对层面的要素空间错

配(Mis),自变量是城市对之间的运输成本。 第

(2)列 ~第(3)列的系数显著为正,即铁路客运和

公路运输的运输成本与城市间要素空间错配呈现

显著正向关联。 这意味着,随着这些运输成本的

下降,要素在城市间的错配程度会降低。 比较第

(1)列、第(2)列和第(3)列的结果,可以发现公路

运输成本对城市间要素空间错配的影响要大于铁路

客运,而铁路客运的影响要大于铁路货运③。 表明,
公路运输成本的变动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更为敏感。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公路运输是众多企业进行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配送的主要方式之一。 例如,当公路

运输成本较高时,企业运输货物的费用增加,这可能

使得企业在选址时更倾向于靠近原材料产地或销售

市场,以降低运输成本。 然而,这种选址策略有可能

与地区的资本、劳动或者土地要素禀赋不匹配,从而

导致要素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的错配。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可靠,本文还进

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具体而言,我们依次采

用长差分回归以规避短期波动与遗漏变量问题;
剔除省会城市与直辖市样本以排除特殊样本的影

响;加入城市间商品市场分割变量以更精准地识

别运输成本的净效应;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

式以排除指标选择的偶然性。 最后,为克服交通

投资与要素配置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等内生性

问题,我们还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上述

各项检验的结果均支持基准回归的发现。
表 2　 运输成本对城市间要素空间错配的影响

变量
(1) (2) (3)
Mis Mis Mis

Railgood 0. 001 0
(0. 001 0) — —

Railpass — 0. 002 7∗∗∗

(0. 000 8)
—

Road — — 0. 006 2∗∗∗

(0. 001 6)

_cons 0. 0440∗∗∗

(0. 0074)
0. 037 6∗∗∗

(0. 007 3)
0. 027 6∗∗∗

(0. 008 1)
Controls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N 416 140 416 140 416 140
adj. R2 0. 659 5 0. 648 5 0. 655 4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对层面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City i × Year FE 表示
城市 i 乘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City j × Year FE 表示城市 j 乘年份
的交互固定效应,City i-j FE 表示城市对固定效应。 下同。

三、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运输成本与要素空间错配

之间的正向关系。 那么,运输成本下降影响要素配

置效率的微观渠道是什么? 这正是本部分所要探讨

的核心问题。 本文认为,运输成本作为一种基础性

的交易成本,其下降会直接作用于城市间的各类资

源的流动,进而改善要素配置。 具体而言,更低的运

输成本会促进城市间的贸易流、信息流与人员流。
贸易流的增加可以引导要素根据比较优势进行更合

理的空间配置;信息流的畅通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
引导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人员流的增加则

直接对应着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 因此,下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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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文关于系数的比较是从标准化的角度出发的,标准化系数的比较是用回归系数乘以解释变量的标准差再除以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差。
由于 3 种交通方式的标准差几乎相同,故本文直接比较回归系数即可。



分别检验运输成本对这 3 种“流”的影响,以揭示其

缓解要素空间错配的具体微观路径。
(一)运输成本与城市间“贸易流”
运输成本降低如何缓解要素空间错配的微观

机制中,城市间的“贸易流”扮演了关键角色。 交

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效降低了商品流通的运输成

本,这不仅促进了城市间的商品贸易往来,也使得

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供需关系进行更合理的跨区域

配置,从而提升了配置效率。 通过降低贸易壁垒,
运输成本的下降能有效缩小不同地区间的商品价

格差异,引导企业将生产要素配置到最具比较优

势的地区,进而缓解要素空间错配问题。 因此,本
节将首先考察运输成本对城市间贸易流的影响。
在表 3 中,本文使用 Zhang 等[28] 编制的中国城市

层面 2012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投入产出表,对
每个城市进行行业加总得到两两城市之间的贸易

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则为相应的城市对

之间的运输成本。 此时,运输成本的系数均显著

为负,表明运输成本下降将会促进城市对之间“贸
易流”的增长。

④　 migrationijt =
nitpi-j,t + n jtp j -i,t

nit + n jt
× 1 000% ,其中 ni、 n j 分别是城市 i、 j 当年的常住人口数量, pi-j,i 表示城市 i 的调查人口中来自城

市 j 的比例。

表 3　 运输成本对城市间“贸易流”的影响

变量
(1) (2) (3)

lnTrade lnTrade lnTrade

Railgood - 0. 279 7∗∗∗

(0. 065 9)
— —

Railpass — -0. 129 8∗∗∗

(0. 027 8)
—

Road — — -0. 234 7∗∗∗

(0. 093 9)

_cons - 8. 667 0∗∗∗

(0. 209 9)
- 9. 082 4∗∗∗

(0. 155 4)
- 8. 756 4∗∗∗

(0. 264 1)
Controls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N 119 400 119 400 119 400
adj. R2 0. 521 9 0. 551 7 0. 543 5

(二)运输成本与城市间“信息流”
表 4 报告了运输成本对信息交流的影响。 参

考 Kerr 等[29]、刘修岩等[30] 的研究,本文使用专利

与专利之间的引用情况来表示信息流。 具体而

言,本文利用哈佛大学中国数据实验室提供的中

国专利文件,使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专利与专利

之间的引用信息。 然后,再根据专利文件中的注

册地址,使用百度 API 接口填充“专利引用对”两

端各自的经纬度坐标。 接着,需要将专利注册地

址的经纬度换算至 WGS 1984 地心坐标系,并使用

ArcGIS 软件将专利的经纬度坐标匹配到中国行政

区划地图上,最终获得“专利引用对”两端所属城

市。 表 4 第(1)列 ~ 第(3)列中,运输成本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运输成本下降可以显著

促进城市间的信息交流。
表 4　 运输成本对城市间“信息流”的影响

变量
(1) (2) (3)
Cite Cite Cite

Railgood - 0. 176 2∗∗∗

(0. 032 2)
— —

Railpass — -0. 035 6∗

(0. 002 0)
—

Road — — -0. 181 7∗∗∗

(0. 068 2)

_cons 0. 340 1∗∗∗

(0. 016 7)
0. 305 6∗∗∗

(0. 015 5)
0. 343 9∗∗∗

(0. 022 6)
Controls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FE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FE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N 320 604 320 604 320 604
adj. R2 0. 623 1 0. 517 3 0. 542 1

(三)运输成本与城市间“人员流”
表 5 报告了运输成本对城市之间人员流动的

影响。 关于城市对层面的“人口流”信息,本文参

考马鑫等[14]的研究使用人口普查数据来生成。 具

体而言,本文将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户籍城市和

现居城市不一致的受访者判断为发生过迁移的人

口,然后参考马鑫等[14]的方法,将这类人口加总到

城市对层面④,从而获得城市对层面的“人口流”数
据。 在表 5 的第(1)列 ~ 第(3)列中,被解释变量

是 2010 年和 2015 年城市对的人口流动,核心解释

变量为相应的运输成本,其系数均在 1%的置信水

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运输成本下降可以显著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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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的人口流动。
表 5　 运输成本对城市间“人员流”的影响

变量
(1) (2) (3)

Migrate Migrate Migrate

Railgood - 1. 636 9∗∗

(0. 640 2)
— —

Railpass — -0. 996 6∗∗

(0. 419 1)
—

Road — — -2. 418 4∗∗

(1. 039 9)

_cons 26. 976 3∗∗∗

(3. 869 2)
25. 308 9∗∗∗

(3. 759 4)
29. 234 5∗∗∗

(4. 413 5)
Controls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FE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FE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N 41 408 41 408 41 408
adj. R2 0. 679 9 0. 628 4 0. 614 4

四、异质性讨论

(一)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中国地域广阔,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

区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难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1],这些差异可能导致

运输成本下降带来的资源空间配置效应有所不

同。 本部分通过将城市对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部 4 个区域进行分组回归分析⑤,深入

探讨这种地理区位异质性的影响,结果呈现于表 6
及续表 6。 结果显示,在铁路货运成本方面,中部

和东部地区展现出不同的受益程度。 对比表 6 中

的第(1)列、第(4)列、第(7)列、第(10)列可以发

现,中部地区从铁路货运成本下降中获得的益处

更为明显。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丰富多样,农业、制
造业和物流业等行业蓬勃发展,这使得该地区对大

宗货物运输的需求极为旺盛。 同时,中部地区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东部沿海和西部内

陆的关键交通枢纽。
在铁路客运和公路运输成本方面,东部地区

的表现则更为突出,其受影响程度大于中部地区。
以铁路客运为例,比较第(2)列、第(5)列、第(8)
列、第(11)列,东部地区人口高度密集,城市化进

程快速推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星罗棋布。 在这

样的人口和城市分布格局下,完善的铁路客运基

础设施就像城市间的快速通道,能够极大地促进

人口的流动和通勤。 这使得劳动力资源能够在更

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有效减少了劳动力

市场的错配现象。 从公路运输来看,东部地区经

济活跃,产业多样化程度高,各产业之间的联系紧

密且复杂。 公路运输成本的下降,企业能够以更

低的成本将原材料运输到生产地点,将产品运输

到销售市场,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扩大了市场

范围,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
表 6　 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变量
东部 中部

(1) (2) (3) (4) (5) (6)

Railgood 0. 008 9∗∗
(0. 003 5)

— — 0. 015 9∗∗
(0. 006 7)

— —

Railpass — 0. 024 1∗∗∗
(0. 007 4)

— — 0. 007 0∗∗
(0. 003 1)

—

Road — — 0. 037 8∗∗∗
(0. 011 2)

— — 0. 014 3∗∗∗
(0. 004 7)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6 530 36 530 36 530 31 580 31 580 31 580
adj. R2 0. 715 5 0. 721 1 0. 701 7 0. 644 4 0. 602 2 0. 644 5

相比于东部和中部,东北部地区运输成本对

要素空间错配的影响相对较小。 这可能是由于东

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传统重工业占比

较大,这些产业对运输成本的敏感度不如东部和

中部地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32]。 同时,东部和中

部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和城市化水平较高,交通基

础设施的改善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减少劳动力错配。 此外,东部和中部地区往往是

国家政策和投资的重点区域,获得的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和政策支持更多,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交

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和高效。 相对而言,东北部

续表 6　 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变量
东北部 西部

(7) (8) (9) (10) (11) (12)

Railgood 0. 011 7∗
(0. 007 0)

— — 0. 007 3∗
(0. 004 2)

— —

Railpass — 0. 003 8∗∗
(0. 001 6)

— — 0. 002 2
(0. 003 0) —

Road — — 0. 000 7∗
(0. 000 4)

— — 0. 003 9
(0. 003 0)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590 5 590 5 590 39 140 39 140 39 140
adj. R2 0. 610 3 0. 632 1 0. 629 7 0. 670 4 0. 652 1 0. 6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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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较为特殊,可能影响交通

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维护成本,减弱了其对要

素空间错配的缓解作用。
(二)城市群的异质性

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迅速,一系列城市群

支持政策的出台,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城市

群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使得城市群一体

化水平显著提升[23,33]。 城市群已成为推动中国经

济发展的增长极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

载体,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要素配置角度看,城市群一体化能够减弱要素

流动壁垒,使生产要素在价格机制调节下,流向回

报率较高的地区、行业或企业,进而提高要素资源

利用效率,促进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23]。 在此背

景下,探究运输成本在城市群内和城市群外对要

素空间错配的影响差异,有助于更精准地制定区

域发展政策,优化要素配置。
表 7　 城市群的异质性

变量
(1) (2) (3)
Mis Mis Mis

Railgood × Cluster - 0. 008 0∗∗∗

(0. 001 8)
— —

Railpass × Cluster — -0. 002 8∗∗

(0. 001 3)
—

Road × Cluster — — -0. 011 4∗∗∗

(0. 003 9)

_cons 0. 046 9∗∗∗

(0. 007 5)
0. 038 5∗∗∗

(0. 007 3)
0. 030 7∗∗∗

(0. 008 2)
Controls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N 416 140 416 140 416 140
adj. R2 0. 623 1 0. 610 5 0. 659 5

注:为了使表格不至于过长,我们将 Railgood、Railpass、Road、Cluster
单独项归入控制变量 Controls 中省略。

本文通过生成虚拟变量 Cluster(如果城市对

的两个城市都属于同一个城市群则 Cluster = 1,否
则为 0),并将其与不同交通方式的成本交乘加入

回归。 表 7 的结果显示城市群政策有效缓解了运

输成本对城市间要素空间错配的负面影响。 城市

群一体化能够减弱要素流动壁垒。 在城市群内

部,打破了行政边界的限制,使得劳动力、资本、商
品等生产要素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 例如,在长

三角城市群中,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区域

政策的协同,劳动力可以更便捷地在上海、南京、

杭州等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资本也能够更高效地

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企业。 其次,城市群

一体化扩大了市场规模。 众多城市的集合形成了

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生产协作网络,企业可以在更

大的市场范围内销售产品,获取更丰富的原材料

和中间产品供应,实现规模经济。 综合来看,位于

城市群内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可以带来更

大程度的要素空间错配降低效应。
(三)城市规模的异质性

大城市具备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34],这种规

模效应可能会使得大城市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运

输成本下降带来的好处。 为验证此猜想,本文在

回归中加入运输成本和城市规模的交乘项进行考

察。 具体而言,我们以 GDP 和人口衡量城市规模,
将城市对中两个城市的 GDP 或人口规模相加,进
而与核心解释变量相乘。 表 8 的第(1)列 ~ 第(3)
列的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

随着城市 GDP 规模的扩大,运输成本下降对大中

城市间要素空间错配的缓解作用越来越明显。 以

公路运输为例,当城市对的 GDP 规模较大时,公路

运输时间的缩短能够显著降低错配程度,这是因

为大城市经济活动频繁、产业关联紧密、对运输效

率的要求较高,公路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企业能

够更便捷地运输原材料和产品,扩大市场范围,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4)列 ~第(6)列使用人口

衡量城市规模,结果同样支持了上述结论。
表 8　 市场规模的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6)
Mis Mis Mis Mis Mis Mis

Railgood ×
GDP

-0. 000 7∗∗∗
(0. 000 2)

— — — — —

Railpass ×
GDP

-0. 001 2∗∗∗
(0. 000 4)

— — — —

Road ×
GDP — — -0. 000 4∗∗

(0. 000 2)
— — —

Railgood ×
Pop — — — -0. 003 0∗∗∗

(0. 000 7)
— —

Railpass ×
Pop — — — — -0. 002 3∗∗∗

(0. 000 5)
—

Road × Pop — — — — — -0. 004 3∗∗∗
(0. 000 9)

_cons 0. 046 9∗∗∗
(0. 007 5)

0. 040 3∗∗∗
(0. 007 3)

0. 027 9∗∗∗
(0. 008 1)

0. 047 6∗∗∗
(0. 007 5)

0. 041 7∗∗∗
(0. 007 4)

0. 028 1∗∗∗
(0. 008 1)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i ×
Year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j ×
Year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i-j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16 140 416 140 416 140 416 140 416 140 416 140
adj. R2 0. 659 6 0. 650 1 0. 658 7 0. 660 1 0. 654 2 0. 6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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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地区间的自然地理阻隔得到有效缓解,
并带来国内运输成本的降低。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资源配置

效率和化解结构性矛盾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 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运输

成本对中国要素空间错配的影响。 实证结果揭示

了几个关键结论:首先,自然地理因素是要素流动

的天然阻碍,运输成本对城市间的要素空间错配

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运输

成本,能够有效削弱自然地理阻隔、提高要素流动

性,从而降低要素空间错配;其次,较低的运输成

本通过促进城市间的贸易往来、人员流动和信息

交流来缓解要素空间错配。 最后,研究发现降低

运输成本所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城

市群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错配的缓解效果更为

明显。 这些地区的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基础

设施建设更为先进。 相比之下,东北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的效果较弱,这可能是由于它们独特的产

业结构、地理挑战以及较低的经济一体化水平。
同样,规模较大的城市因其具有更强的规模经济

效应、更大的市场需求、更高的创新能力以及更为

活跃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从运输成本降低中受

益更多,从而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实现更大的

提升。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交通投资结构,优先放大公路运输

对要素配置的“催化剂”效应。 本文的结果显示,
相比铁路,公路运输成本的下降能更显著地缓解

要素空间错配。 这表明,公路运输因其灵活性与

覆盖广度,在促进要素流动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为此,未来的交通投资应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一方

面,投资重心可适度从国家级高速干线网络向加

密城市群内部、连接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域的“毛细

血管” 公路网倾斜,打通要素流动的“最后一公

里”;另一方面,应致力于降低公路运输的制度性

成本,例如通过推动货运资格认证、收费标准的全

国一体化,消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从而将公路运

输的物理便利性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要素配置效率

的提升。
第二,实施空间精准的交通发展战略,聚焦核

心区域发挥政策“乘数效应”。 本文研究的异质性

分析发现,运输成本下降对要素错配的缓解作用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群内部以及大城市中更

为显著。 这说明,交通投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

善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因此,政策制定应

从“普惠式”转向“精准化”:第一,应将交通一体化

投资优先配置于长三角、粤港澳等成熟城市群,重
点构建核心城市与节点城市间的 “一小时通勤

圈”,因为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能获得最高的要素配

置改善回报;第二,对于效应较弱的东北部和西部

地区,交通建设应更侧重于服务特定产业发展和

战略需要,例如建设连接主要工业基地与市场的

专用货运通道,以交通引导产业要素集聚,而非泛

泛地追求网络密度。
第三,推动“硬联通”与“软环境”协同改革,疏

通制约要素流动的根本性障碍。 本文的机制分析

证实,交通基础设施是通过促进城市间的贸易、人
员和信息流动来缓解要素错配的。 这启示我们,
交通等“硬联通”建设仅提供了要素流动的可能

性,其效能的充分释放,还取决于户籍、市场准入

等“软环境”的改善。 为此,政策上需要协同推进:
一是交通网络已高度便利化的地区应成为破除劳

动力流动壁垒的“先行区”,率先试点更大范围的

户籍准入放开、教育与社会保障服务的同城化待

遇,使交通优势顺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二是应依托交通干线和物流枢纽,建立跨区域的

“统一大市场示范区”,清理地方保护制度法规,确
保交通成本下降带来的贸易便利能有效引导资

本、商品等要素依据比较优势自由流动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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